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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研发与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及
代际知识桥的中介作用

———以汽车行业为例

马　亮１　张淑敏１　仲伟俊２
（１．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２．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鉴于代际知识桥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可能不同，以６５家汽车行业整车在
位企业为样本，对其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分析后发现：协作研发能够直
接提升在位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且显性代际知识桥与隐性代际知识桥在其间均可发
挥积极中介作用；旧技术创新绩效对协作研发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会产生积极作用，
对显性代际知识桥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会产生消极作用，但均不显著；旧技术创新绩
效对隐性代际知识桥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会产生显著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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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在位企业是相对新进入企业而言的，指在
当前行业或主流市场中发展历史较长、市场力

量较大、占据主导地位和拥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如那些组织资源丰富的大企业或大集团公
司［１］。在位企业常是当前市场主流产品或服务

标准的制定者或起草者，故会主动或被动承担
起产业轨道内技术创新的推动者身份［２］。因

此，在位企业常需应对两大威胁：①来自外部竞

争市场的新进入者“价值破坏”威胁；②来自内
部流程“惯性”引起的技术“僵化”威胁。新进入

者会破坏在位企业的技术能力价值、专业互补

资产价值，并吸引走具有差异化偏好的客户群，

故对在位企业会产生竞争威胁［３］。流程“惯性”

会将在位企业局限在特定的知识结构、技术范

式和客户群体中，故会令在位企业变得“故步自
封”而失去发展源动力［４］。为应对内外威胁，并

避免自主创新存在的周期长、失败风险高等弊

端，在位企业会借助国家实施的产业共性技术
研发政策“红利”［５］，采取协作研发模式实现突

破性技术创新。同时，在位企业也会通过强化

内部组织学习、新技术应用来解决流程“惯性”

和技术“僵化”问题。

在研究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

时，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静态”视角得出了
大致相似的认知。如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学者

认为，弱连接、“齐美尔”连接、边缘位嵌入是驱

动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６，７］；持知识
基础观的学者认为多样性知识、共性知识是关

键性因素［８］；持组织学习观的学者认为跨界学
习、跨界知识整合、组织吸收能力等是关键性因

素。弱连接、多样性与跨界学习均强调异质性

知识、技术与能力的储备越丰富，越有利于企业
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这种“静态”知识储备式

研究范式多源于资源基础观，通常假设企业内

知识、技术与能力储备越丰富，对异质性新知识

与技术的吸收性越强，故越有助于企业达成实
现突破性技术创新的资源禀赋条件［９］。

不同于新进入者，在位企业须面对并解决
代际技术问题。一是保留固有技术产品的盈利

能力；二是变革固有技术产品以参与新技术市

场竞争。即在位企业很少全面舍弃固有技术、

产品与市场，以“跳跃式”进入全新的技术、产品

与市场［１０］。此时，借助国家产业共性技术研发
“红利”虽可缓解外部新进入者与内部技术“僵
化”双重威胁，但受代际技术“制约”而生成的代

际知识桥是有助于还是不利于企业突破性技术
创新，则可能因行业内新技术突破难易程度大

小、新产品生产成本高低及代际周期长短不同
而不同。如ＣＯＨＥＮ等［３］在研究摄影公司模拟

技术与数字技术代际知识桥时发现，代际知识

桥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为负向作用，且
只有在旧技术绩效高时二者才可能表现出正向

作用。因为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过渡时，代际

推广周期相对较短、新产品生产成本更低，故代
际知识的独立存在性与创造性作用会较低。

但在有些行业，代际周期长、新产品生产成

本高，且行业内新技术突破难度系数大时，代际
知识桥的独立存在性高、持续性长、创造性作用

也会更为明显。如汽车行业的内燃机技术向纯

电动技术过渡，源于“油电混动技术”的代际知
识桥对在位汽车企业从事突破性技术研发意义

重大［１１］，且可能在一个较长的代际技术过渡周

期内能够一直发挥独立性、持续性、创造性作
用。如中国汽车企业比亚迪，凭借油电混合动

力技术生产的“秦、汉、唐、宋”系列汽车，被消费

者广泛认可。因此，企业所处行业的产品代际
周期长、新产品生产成本高、行业内新技术突破

难度系数大时，代际技术及代际知识桥在企业

内的独立性、创新性、持续性作用会更加显著。

据上，本研究延续ＣＯＨＥＮ等［３］的代际知

识桥研究范式，以中国汽车行业的在位整车制

造企业（传统上从事燃料汽车技术研发，当下从
事纯电动汽车技术研发的企业）为被试，拟衡量

代际技术周期长、新产品生产成本高、技术突破

难度系数大时，代际知识桥是否会同企业突破
性技术创新绩效表现出积极作用关系，且旧技

术创新绩效是否会弱化而不是强化二者的作用

关系。

２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２．１　协作研发与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

协作研发是在位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政府等组织机构围绕新产品开发、新
技术研发等领域展开协作的集体性行为，目的

是跨界获取异质性创新资源［１２］。在位企业参与
协作研发的动因通常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驱

使：①受内部资源禀赋局限，亟需以协作研发形

式弥补自身研发设备、技术及人员不足缺陷；②
受外部新进入者冲击，亟需借助国家宏观产业

共性技术研发“红利”，对旧技术和产品进行革

新，以快速进入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生产领
域［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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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企业与新进入者不同，在实施突破性
技术创新过程中，会在很长一段时期面临新旧

两代技术共存局面［１４］。此时，在位企业会将突
破性技术创新所需的人力、资金、知识库等资源

集中起来，以寻求节约研发成本、降低研发风
险、整合创新资源、缩短技术创新周期的战略路

径。显然，协作研发通过集成分散化的异质性

创新资源，可实现多创新主体间优势互补和短
板弥补，进而形成创新合力，以增加突破性技术

创新成功的概率。当前，学者们多基于资源基
础观、社会网络及开放式创新３个理论观点，研

究协作研发对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作用

机理。

持资源基础观的学者强调，企业突破性技

术创新的源泉是原始性核心知识资源。如张庆
芝等［１５］证实，在位企业与基于基础科学研究的

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进行协作研发，有助于从
创新源头吸收并转移最先进的原始性知识元

素，进而成为技术创新演进中的领跑者。持开

放式创新理论的学者认为，协作研发伙伴的“知
识溢出”可加速异质性知识共享、扩散与吸收，

进而提升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实施效率和效
果。如毕静煜等［１６］从研发联盟组合视角证实，

研发合作伙伴技术多样性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
新的作用为倒Ｕ形。杨桂菊等［１７］证实，知识搜

索（同行搜索和跨界搜索）是本土制造业企业实

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知识与信息获取源，而机
会能力是本土制造业企业搜索知识实现颠覆性

技术创新的核心能力。持社会网络理论的学者
认为，在位企业嵌入协作创新网络的位置与深

度，决定了其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如刘

斐然等［１８］证实，企业参与协作创新网络的广度
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倒 Ｕ形作用，参与协作

创新网络的深度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持续正
向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在位企业参与协作研

发，除可弥补自身资源、知识与技术不足及革新
旧技术“僵化”弊端外，还可储备丰富的新颖与

异质性知识和技术资源，从而满足企业突破性
技术创新实现的资源禀赋条件。因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　协作研发对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
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２．２　代际知识桥的中介效应
代际知识桥概念最先由 ＣＯＨＥＮ 等［３］提

出，指在位企业在开发新技术时能够用于整合
新旧两代技术的一种发挥组合作用的特殊知

识。代际知识桥可能同时存在于在位企业的发
明家及生产技术中。例如，在位企业的研发团

队在参与新技术开发时，会将自身的旧技术知
识同新技术知识进行融合，进而经由学习与吸

收过程转化为自身的隐性代际知识桥。在位企
业在旧技术基础上，为缩短研发周期、提升应用

效力，会通过开发代际技术的方式适应新技术

市场需求［１１］。此时，在位企业内会产生大量居
于新旧技术之间的混合型代际技术，经由专利

申请、产品定型等过程转化为显性代际知识桥。

隐性代际知识桥会在发明家的旧知识与新知识

之间形成隐性“桥连”知识，以方便发明家在旧

技术知识基础上，有效接收、分享、学习和吸收
新技术知识［１９］。显性代际知识桥会在企业旧技

术与新技术之间形成显性“桥连”知识，以方便
企业在旧技术基础上，有效开发混合技术或全

新技术。

协作研发作为一种协同创新模式，其核心

在于通过“溢出”效应，打造知识协同机制。不

同创新主体之间建构起的知识协同机制，会减
少知识落差，进而推动彼此隐性知识与显性知

识在各创新主体之间自主流动、共享与转换。

发明家是企业内部特有的极具创新性的人力资

本，是企业研发活动与价值创造的直接和主要

参与主体，也是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维持和驱
动主体。协作研发带来的知识“溢出”，须经发

明家进行甄别、转移和整合后才能转化为企业
可控的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本。尤其当协作研发

建立在不同代际技术基础之上时，协作研发为
在位企业的发明家提供了宝贵的跨界学习与吸

收新一代技术知识的机会。此时，协作研发不

仅有助于促进发明家形成属于个人独具的隐性
代际知识桥，且此隐性代际知识桥会继续深化

发明家在代际技术之间实现跨界学习的效
力［２０］。

由此，当某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本、不确

定性、风险性、难度系数均高时，其最终实现往
往需要数代科研工作者持续努力才有望实现，

且在此进程中会以递进式推出多个“代际”技术
或产品“暂时”发挥最终突破性技术或产品所需

实现的功能。如中国航天与太空探索技术，经
历了无人、载人、出舱、绕月、登月、取壤及火星

绕行、登陆探索，到如今的空间站载人等“代际”

技术与产品的陆续研发及实现过程。对于在位
汽车企业，亦是如此。纯电动技术或氢能源等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当下的
亟待突破目标，但由于电池与氢能源研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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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长、研发成本高、产业共性技术不足等弊
端，从而为“代际”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应用及市

场开拓提供了可能。此时，在位汽车企业内的
隐性或显性代际知识桥，可能会长期、连续、持

续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发挥驱动作用，而非“黏
性”或“僵化”作用。

可见，隐性代际知识桥对组织学习新知识

或进行技术变革，虽存在“黏性”与“僵化”等不
利作用，但当企业的不同代际技术之间长期存

在混合技术时，隐性代际知识桥反而可能成为
发明家协助在位企业开发代际混合技术、适应

市场需求的关键性知识资源［２１］。因为，发明家

掌握的隐性代际知识桥会为新一代技术创新突
破不断累积经验和知识攀升“台阶”。如在位汽

车制造企业比亚迪，起始于电池电芯研发与生
产，但收购秦川汽车公司后，使得企业内发明家

掌握的代际知识桥为企业从内燃机技术向纯电
动技术过渡提供了充足的油电混合技术创新保

障。由此，很多在位汽车企业借由发明家掌握

的隐性油电混合代际知识桥，实现了向纯电技
术突破性创新转轨［２２］。因此，本研究认为隐性

代际知识桥能够在协作研发与在位企业突破性
技术创新之间发挥积极中介作用。

假设２ａ　隐性代际知识桥在协作研发与

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积极
中介作用。

协作研发除可为在位企业形成大量基于发
明家的隐性代际知识桥外，还可为在位企业形

成大量基于代际技术的显性代际知识桥。显性

代际知识桥为在位企业明确了，什么样的代际
技术知识是被企业当前市场急需和具有潜在开

发性的。当在位企业受新进入者威胁，着手进
入新技术和产品市场领域时，显性代际知识桥

既可能成为在位企业的羁绊，也可能成为在位
企业的技术屏障［２３］。若代际技术之间混合技术

的独立性、创新性及作用性不明显时，在位企业

一味坚持开发和利用显性代际知识桥可能会将
企业直接拖入“泥潭”，如诺基亚坚持开发键盘

与数字技术混合的“直板式手机”，最终直接被
市场淘汰出局［２４］。但若代际技术之间混合技术

的独立性、创新性及作用性强时，企业形成大量
的显性代际知识桥（如比亚迪公司纯电动汽车

专利申请数在国内一度居于首位）会有助于新

技术在企业内开发的合法性，进而有助于企业
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尤其当新技术研发突破

难度系数大、应用和生产成本高时，代际技术之
间的显性混合技术代际知识桥可能会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内被在位企业使用，如融合油电混
合技术的混合动力汽车生产技术，中国多数传

统整车制造企业均基于显性油电代际知识桥开
发了油电混合动力技术汽车［２５］。

因此，显性代际知识桥也可在协作研发与
在位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之间发挥积极中介

作用。

假设２ｂ　显性代际知识桥在协作研发与
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积极

中介作用。

假设２ｃ　隐性代际知识桥与显性代际知

识桥可同时在协作研发与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

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积极中介作用。

２．３　旧技术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受组织路径依赖效应影响，旧技术创新绩
效越高的在位企业更倾向于对同质知识及熟悉

领域内知识元素进行精炼和萃取［２５］。认知模式
和信息过滤方式的“惯性”与“僵化”，会令在位

企业落入“能力陷阱”，从而放弃着手突破性技

术创新。但突破性技术创新既需要在位企业资
本和资源充裕以缓冲各种矛盾和冲突，又需要

在位企业将大量资本和资源用于技术研发投
入，而旧技术创新绩效恰是充裕资本与资源的

保障来源。此外，旧技术创新绩效高的在位企

业，在行业内的创新“地位”高，协作研发及创新
链上下游联动的伙伴多。

因此，旧技术创新绩效高的在位企业，越可
能基于协作研发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原因有

两个：①旧技术创新绩效高，保障了在位企业有

充足的资金向协作研发投入，以提升突破性技
术创新成功的概率；②旧技术创新绩效高说明

固有技术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在位企业在
协作研发网络中的中心性更强，故采取协作研

发更可能促成突破性技术创新成功［２６］。

但是，旧技术创新绩效高的在位企业，会弱

化代际知识桥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原因

是，旧技术创新绩效高时，发明家跨界学习和吸
收的新技术知识，可能无法在企业内被认同和

赞誉，甚至可能被“泯灭”。此时，隐性代际知识
桥对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会因

旧技术绩效高而被弱化。同时，若在位企业旧

技术创新绩效高，源于混合技术应用的显性代
际知识桥的合法性会被质疑，从而导致显性代

际知识桥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被忽
视［２７］。

由上述分析可知，旧技术创新绩效对协作
研发与代际知识桥驱动在位企业突破性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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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可能不同。如旧技术创新绩效高，虽有助
于在位汽车制造企业参与协作研发，进而促进
突破性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但可能削弱在位
汽车制造企业对代际知识桥功能性作用和价值
的重视程度，进而抑制其突破性技术创新成功
的概率。

假设３ａ　旧技术创新绩效可对协作研发
与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发挥积
极调节作用。

假设３ｂ　旧技术创新绩效可对隐性代际
知识桥与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３ｃ　旧技术创新绩效可对显性代际
知识桥与在位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中变量的作用关系见
图１。

图１　理论模型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样本选择
为区别ＣＯＨＥＮ等［３］的研究样本，本研究

以代际技术周期长、新技术突破难度系数大、代

际知识桥作用更为明显的汽车行业为例，并选
取从事整车制造的在位企业为研究对象。在位
汽车企业指借助传统内燃机技术生产制造汽车
的企业；对应新进入者为直接借助纯电动技术
生产制造汽车的企业。

以中国汽车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

新能源汽车产业既是中国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更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
战略支撑。中国传统燃料汽车行业以技术追踪
为主要创新发展模式，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自主
创新能力较弱，没有很好把握传统汽车发展先
机。因此，为迎接新一轮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提
升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弯道超
车”，中国亟需双向并举。即，一方面积极促进
传统燃料汽车“在位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
加强培育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发展目标的新入
企业。

自２００９年以后，我国纯电动汽车技术领域
专利申请数首次超过传统汽车，且呈逐年递增
趋势（见图２）。汽车行业在２００９年以后，吹响
了向以电池驱动技术为主的纯电动汽车变革的
号角，因此，本研究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为观测
年份。所选样本为汽车行业的在位企业，即经
历过传统燃料汽车技术研发，同时又从事纯电
动汽车研发，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凭借这
两种代际技术生产制造汽车的企业。此外，样
本为汽车行业综合型整车制造企业，而非汽车
零部件制造企业。因为整车制造企业既保留了
内部的研发动力，又直接面向市场和消费者，对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需求更为敏锐和直接。

图２　纯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的技术专利申请量对比
　

　　样本企业经过３轮筛选得以确定。①在技
术研发方面，通过查阅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利
用ＩＰＣ国际专利分类号，筛选在以内燃机驱动
技术为主的传统燃料汽车技术研发和以电池管
理控制器、电源电池、电池管理系统技术为主的

纯电动汽车技术研发方面均有发明专利申请的
中国汽车企业，并对专利摘要进行大致阅读，以
避免归类错误；②在产品销售方面，针对第一轮
筛选结果，通过查阅企业年报、搜集企业产品销
售信息，判断企业是否同时销售传统燃料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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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电动汽车；③综合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成立
年份、规模、所占市场份额、产品销售收入等客

观指标，判断样本企业是否真正为传统燃料汽
车技术的在位企业，并与国家工信部发布的汽

车整车制造企业名录进行匹配、筛选、清洗、剔
除，判断在位企业是否为整车制造企业。经过

３轮筛选，最终得到６５家汽车行业的整车制造

在位企业。样本企业包括江铃汽车、中通客车、

比亚迪等２１家上市企业，及浙江吉利汽车、东

风汽车等４４家非上市企业。

３．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相关专利数据均来源于Ｉｎ－
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企业特征数据均从公司年
报、Ｗｉｎｄ数据库、企业官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地方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中获得。

３．３　变量测度
（１）被解释变量　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

（ＲＩ）。发明专利是指前所未有、独创、新颖和
实用的专利技术或方法。与外观专利、实用新

型专利等专利类型相比，发明专利技术含量最
高、创造性最高、审批过程最复杂且专利保护年

限最长，更适用于衡量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水
平。故采用企业每年在以电池驱动技术为主的

突破性技术方面申请的发明专利数进行测度。

在检索时，首先利用国际ＩＰＣ分类号对纯电动
汽车区别于传统燃料汽车的以电池驱动为主的

电池管理控制器、电源电池、电池管理系统、电
池组控制器等突破性技术进行主要检索，且只

检索在中国申请授权且应用于纯电动汽车的发

明专利，所使用的ＩＰＣ 分类号为：Ｈ０２ＪＯＲ
Ｈ０１Ｍ ＯＲ　Ｈ０１Ｇ ＯＲ　Ｈ０２Ｍ ＯＲ　Ｈ０２Ｋ ＯＲ

Ｈ０２Ｐ ＯＲ　Ｈ０５Ｋ ＯＲ　Ｂ６０Ｌ ＯＲ　Ｂ６０Ｗ ＯＲ
Ｇ０１Ｒ。然后，按照国家工信部发布的汽车整车

制造企业名录对每个企业进行检索。最后，对
双向检索的专利数据进行匹配，对重复数据及

不规范数据进行剔除，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

准确性。
（２）解释变量　协作研发（ＣＲＤ）。是否构

成协作研发主要看企业创新过程中是否向内外
部复杂系统集成创新资源、聚集创新知识，进而

协调企业内部创新系统。故本研究以专利申请

主体是否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等其他
组织之间存在联合专利，并计算联合专利的数

量，测度企业协作研发的强度［２８］。
（３）中介变量　隐性代际知识桥（ＴＫＢ）。

由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可知，对发明创造实
质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被称作专利发明人。

可见，《专利法实施细则》中的专利发明人在企
业内即为发明家。发明家是企业得以从事新技

术研发的智力载体，且常以其隐性知识储备量
高低体现其在企业内的创造力价值如何。隐性

代际知识主要是发明家基于旧技术知识，参与
新技术研发时经由代际知识交互、整合及学习

过程而生成，表现为发明家掌握的能够衔接和

参与新旧代际技术研发的桥连性隐性知识。故
本研究通过计算每年在新旧技术领域均有发明

创造的专利发明人总数来测度企业的隐性代际
知识桥［３］。

显性代际知识桥（ＥＫＢ）。显然，企业的专
利技术数量是其显性知识储备量的具体表现。

混合动力汽车严格意义上来讲与纯电动汽车同

属于新能源汽车范畴，所使用的ＩＰＣ分类号与
纯电动汽车类似，但应用方向有较大区别。故

本研究通过计算每家企业应用于混合动力汽车
的专利技术总量，来测度显性代际知识桥［３］。

所使用的ＩＰＣ分类号为 Ｈ０１Ｍ ＯＲ　Ｂ６０Ｗ ＯＲ

Ｂ６０ＫＯＲ　Ｈ０２ＪＯＲ　Ｆ１６ＨＯＲ　Ｂ７０ＬＯＲ　Ｇ０１Ｒ
ＯＲ　Ｈ０２Ｈ。

（４）调节变量　旧技术创新绩效（ＯＴＰ）。

同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测度方法类似，本研究

使用每一年度公司在旧技术（以内燃机驱动为
主的传统燃料汽车相关技术）中所申请的专利

数来测度旧技术创新绩效。使用的ＩＰＣ分类号

为 Ｆ０１Ｌ ＯＲ　Ｆ０２Ｂ ＯＲ　Ｆ０２Ｄ ＯＲ　Ｆ０２Ｆ ＯＲ
Ｆ０２ＭＯＲ　Ｆ０２Ｎ。

（５）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ＦＡ）。以企业成
立年距观测年的年限长短来测度，并取对数处

理。一般认为成立时间越长的企业，知识积累

越多，创新绩效越好。

企业研发年龄（ＲＤＡ）。以企业初次研发
年距观测年的年限长短来测度，并取对数处理。

企业研发年龄反映了申请主体的研发历史，通

常企业研发年龄越长，专利申请量越多。

企业所在经济区域（ＥＲ）。以中西部区域
为基础类别，设置“东部区域”虚拟变量。

企业性质（ＦＰ）。以非合资汽车企业为基
础类别，设置“合资企业”虚拟变量。不同性质

的汽车企业在资源、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会
有差异。

３．４　研究方法选择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突破性技术创
新绩效，在测度时使用企业申请专利数量衡量，

属于典型的非负计数型数据，故难以服从正态
分布假定。因此，传统线性回归模型不再适用，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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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计数数据使用泊松回归或负二项回归模型
更为科学。但在泊松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通常被假设“期望＝方差”，即数据存在“均等分
散”情况方可适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
析及相关系数检验见表１。由表１可知，本研
究中被解释变量的均值为２１．７５，标准差为

５４．２４，标准差远大于均值，即专利申请数存在
“过度离散”状况，不满足泊松回归模型使用的

“均等分散”假设前提。故本研究采用负二项回
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２９］。同时，借
助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进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
选取。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中ｐ值为０.０５５，即
在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原假
设，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

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系数检验（Ｎ＝６５）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ＶＩＦ

１　ＲＩ　 ２１.７５　 ５４.２４　 １.００　 １.３１
２　ＣＲＤ　 ３.０５　 １２.９１　 ０.２６　 １.００　 １.７５
３　ＴＫＢ　 ２.２６　 ７.６５　 ０.４７　 ０.１６　 １.００　 １.６１
４　ＥＫＢ　 ６.４０　 １７.１３　 ０.７９　 ０.２５　 ０.３４　 １.００　 １.３３
５　ＯＴＰ　 １７１．７３　 ２８．７１　 ０．４２　 ０．２０　 ０．５５　 ０．４１　 １．００　 １．６４
６ｌｎＦＡ　 ２．７２　 ０．５７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１　 １．００　 １．６６
７ｌｎＥＡ　 ２．２３　 ０．６５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１２ －０．０６　 １．００　 １．６５
８　ＥＲ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６　 １．００　 １．７５
９　ＦＰ　 ０．６３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９　 １．００　 １．７５

４　实证分析

４．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检验
由表１可知，除显性代际知识桥与突破性

技术创新绩效相关系数为０．７９（对应于假设

３ｃ）、旧技术创新绩效与隐性代际知识桥相关系
数为０．５５（略高于０．５）外，其余变量相关系数
均未超过０．５。对方差膨胀因子系数进行检验
后发现，ＶＩＦ 系数均不高于２，说明变量之间不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４．２　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分析
（１）主效应检验　在位企业协作研发、隐性

代际知识桥、显性代际知识桥与突破性技术创
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的负二项回归检
验结果见表２。因协作研发带来的异质性知识
元素转化为企业申请专利数所衡量的突破性技
术创新绩效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故模型所使
用的协作研发变量为一阶滞后项。

表２　直接效应检验与中介效应检验的负二项回归分析（Ｎ＝６５）

变量
ＲＩ　 ＴＫＢ　 ＲＩ　 ＥＫＢ　 ＲＩ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ＣＲＤ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５.１０） （１.７２） （５.００） （３.４０） （４.９８） （４.８３）

ＴＫＢ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８.３３） （７.８６）

ＥＫＢ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７.９０） （７.６５）

ＦＡ －０.１６３　 －０.２２８ －０.１１０ －０.２４４ －０.３６０ －０.２１５ －０.２２０
（－０.８０） （－１.１３） （－０.３７） （－１.２２） （－１.５７） （－１.０７） （－１.１１）

ＲＤＡ　 １.９０５＊＊＊ １.８８７＊＊＊ ０.９６６＊＊＊ １.８６２＊＊＊ １.４７９＊＊＊ １.８０８＊＊＊ １.７８４＊＊＊

（９.６８） （９.６０） （３.６７） （９.５７） （７.３７） （９.２０） （９.２２）

ＥＲ　 ０.２２７　 ０.１８２　 ０.５６６＊＊ ０.１６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０
（１.６３） （１.４７） （２.３２） （１.３５） （０.９６） （１.４０） （１.３０）

ＦＰ　 ０．６３８＊＊＊ ０．７０９＊＊＊ ０．０８９　 ０．６７８＊＊＊ ０．３８２＊ ０．５６３＊ ０．５４９＊＊

（２．９６） （３．３２） （０．３１） （３．１８） （１．７２） （２．５７） （２．５１）

常数项 －５．０１２＊＊＊ －４．８６２＊＊＊ －３．５０２＊＊＊ －４．７３６＊＊＊ －３．２１７＊＊＊ －４．６９５＊＊＊ －４．６０２＊＊＊

（－１０．７６） （－１０．６２） （－５．７４） （－１０．５０） （－６．８５）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５）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　３３５．７２３ －１　３２６．７３５ －６７８．４６９ －１　３０９．６５６ －１　０５９．２９３ －１　３０８．９５４ －１　２９３．２２９
Ｗａｌｄχ２　 １４５．５７　 １７８．３８　 ３３．４９　 ２７１．０４　 ９９．６７　 ２７０．５５　 ３４８．８１
Ｐｒｏｂ＞χ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下同。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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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模型１为仅加入控制变量的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年龄与企业
性质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企业年龄与企业所属经济区域对突破性技
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模型２中加入自变量
协作研发，发现协作研发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
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正向且显著（β＝０.０１７，

ｐ＜０．０１）。说明在位企业通过与外部联盟伙伴
保持协作研发可显著促进突破性技术创新绩
效，假设１得证。

（２）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２的模型３回归
结果可知，协作研发对隐性代际知识桥的作用
效应为正向显著（β＝０.００８，ｐ＜０．１）；由模型４
回归结果可知，将自变量协作研发与中介变量
隐性代际知识桥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时，协作研
发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仍为
正向显著（β＝０.０１６，ｐ＜０．０１），隐性代际知识
桥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为正
向显著（β＝０.０２０，ｐ＜０．０１）。说明隐性代际
知识桥在协作研发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
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２ａ得证。同理，

由模型５可知，协作研发对显性代际知识桥的

作用效应为正向显著（β＝０.０１２，ｐ＜０．０１）；由
模型６回归结果可知，将自变量协作研发与中
介变量显性代际知识桥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时，

协作研发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效
应仍为正向显著（β＝０.０１６，ｐ＜０．０１），显性代
际知识桥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效
应为正向显著（β＝０.００９，ｐ＜０．０１）。说明显
性代际知识桥在协作研发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
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２ｂ得证。

进一步，同时将协作研发、隐性代际知识桥、显
性代际知识桥纳入回归模型检验发现（模型

７），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可同时在协作研发与
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假设２ｃ得证。

（３）调节效应检验　旧技术创新绩效发挥
调节效应的负二项回归检验结果见表３。由模
型８、模型１０和模型１２可知，旧技术创新绩效
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为正向
显著（β＝０.００９，ｐ＜０.０１；β＝０.００８，ｐ＜
０.０１），说明旧技术创新绩效对企业突破性技术
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３　调节效应检验的负二项回归结果（Ｎ＝６５）

变量
ＲＩ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ＣＲＤ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４.４９） （３.２８）

ＴＫＢ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６.１１） （７.２７）

ＥＫＢ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７.３２） （６.７３）

ＯＴ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９.１１） （８.８０） （７.８７） （７.９０） （８.８３） （５.５８）

ＯＴＰ×ＣＲＤ　 ０.０１８
（０.４０）

ＯＴＰ×ＴＫＢ －０.０７９＊＊

（－２.５３）

ＯＴＰ×ＥＫＢ －０.０２０
（－０.４６）

ＦＡ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０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２８）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９）

ＲＤＡ　 １.７６２＊＊＊ １.７７４＊＊＊ １.８１８＊＊＊ １.７３５＊＊＊ １.７２７＊＊＊ １.７１０＊＊＊

（８.９８） （８.９３） （９.２８） （８.７８） （８.８１） （８.６０）

ＥＲ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５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８４
（１.３１） （１.３３） （１.４３） （１.２６） （１.４１） （１.３７）

ＦＰ　 ０．４９２＊＊ ０．４９８＊＊ ０．４９８＊＊ ０．３８５＊ ０．３４９　 ０．３２４
（２．３３） （２．３５） （２．３５） （１．７８） （１．６４） （１．４７）

常数项 －５．１０７＊＊＊ －５．１３３＊＊＊ －５．０９１＊＊＊ －５．１２９＊＊＊ －５．１１４＊＊＊ －５．０９９＊＊＊

（－１０．８５）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３） （－１０．７７） （－１０．７１）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　３０２．１５０ －１　３０２．０７０ －１　２９８．４０３ －１　２９４．９３８ －１　２９４．１７４ －１　２９４．０６５
Ｗａｌｄχ２　 ２６７．２４　 ２６４．９４　 ３１７．７１　 ３３０．０９　 ３２１．３５　 ３２２．８０
Ｐｒｏｂ＞χ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模型交互项中的变量均已进行中心化处理。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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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模型９可知，加入协作研发与旧技术创

新绩效的交乘项系数为正向，但不显著（β＝

０.０１８，ｐ＞０．１），说明旧技术创新绩效对协作

研发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虽可发

挥积极调节作用，但不显著，假设３ａ未被证实。

由模型１１可知，隐性代际知识桥与旧技术创新

绩效的交乘项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作

用效应为负向，且显著（β＝ －０.０７９，ｐ＜
０．０５），说明旧技术创新绩效对隐性代际知识桥

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可发挥显著的负

向调节作用，假设３ｂ被证实。由模型１３可知，

显性代际知识桥与旧技术创新绩效的交乘项对

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为负向，

但不显著（β＝－０.０２０，ｐ＞０．１），说明旧技术

创新绩效对显性代际知识桥与企业突破性技术

创新绩效的关系虽可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但不

显著，假设３ｃ未被证实。

综上可知，旧技术创新绩效主要会弱化隐

性代际知识桥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积

极作用。

４．３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数据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

被解释变量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替换为专利申

请数量测度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对比

前述检验模型可知，变量作用系数方向一致、显

著性一致，故结论稳健。

５　结语

本研究有３项结论：①协作研发能够直接

提升在位汽车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②
显性代际知识桥与隐性代际知识桥均可在协作

研发与在位汽车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

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旧技术创新绩效对协作

研发与在位汽车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

系会产生积极调节作用、对显性代际知识桥与

在位汽车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会产

生消极调节作用，且均不显著，但旧技术创新绩

效对隐性代际知识桥与在位汽车企业突破性技

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可产生显著消极调节作用。

由此，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包括：①对于研发周期

与代际周期均长，且代际技术作用更为明显的

行业，代际技术与代际产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内会一直存在［３０］；②源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

的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政策对在位汽车企业突破

性技术创新的成功存在“红利”效应；旧技术创

新绩效可能成为在位企业追求突破性技术创新

的“羁绊”。

本研究的局限包括：测度在位企业协作研

发情况时未对协作研发对象加以区分；测度隐

性代际知识桥变量时仅考虑了发明家这一研发

主体的隐性代际知识桥；默认在位企业在新旧

技术过渡期均积极开展突破性技术创新，且试

图通过将外部研发努力内化，以维持可持续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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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ａ　ｌ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ｂａｔｔｌｅ［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６，６１（１）：９－５１．
［２５］王博，刘则渊，刘盛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

标准演进路径研究［Ｊ］．科研管理，２０２０，４１（３）：

１２－２２．
［２６］ＨＥＬＦＡＴ　Ｃ　Ｅ，ＷＩＮＴＥＲ　Ｓ　Ｇ．Ｕ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Ｎ）ｅｖ－

ｅ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１２４３－１２５０．
［２７］ＫÖＮＩＧ　Ａ，ＧＲＡＦ－ＶＬＡＣＨＹ　Ｌ，ＳＣＨÖＢＥＲＬ　Ｍ．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ｉｎ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

ｔｅｎｄｉｎｇ　Ｇｉ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４７（３）：７７１－８１６．
［２８］陈培祯，曾德明．网络位置、知识基础对企业新产品

开发绩效的影响［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９，３１（１１）：

１２８－１３８．
［２９］陈立勇，张洁琼，曾德明，等．知识重组、协作研发

深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制定的影响研究［Ｊ］．管理学

报，２０１９，１６（４）：５３１－５４０．
［３０］李林，杨承川，何建洪．我国先进制造企业技术赶

超中的技术能力阶段性跃迁研究［Ｊ］．管理学报，

２０２１，１８（１）：７９－９０．
（编辑　刘继宁）

通讯作者：马亮（１９８１～），男，甘肃庆阳人。兰州理工大

学（兰州市　７３００５０）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

方向为创新管理和新兴产业政策。Ｅ－ｍａｉｌ：２９６０９８５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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